
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

———来自外卖平台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

蔡跃洲　 顾雨辰

　 　 内容提要：梳理平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福利影响机制，区分为“福利提升效应”
和“福利分配效应”，并对应于互联网外卖平台不同阶段的福利变化。 借助对入驻 ＭＴ 外

卖平台 ２００ 多万商户开展在线问卷调查所回收的 ９１３２ 份有效问卷，综合其他渠道宏微观

数据，构造希克斯补偿支出函数，并拟合出含佣金的外卖平台供求曲线作为分析各主体福

利变化的框架，从实证层面测算垂直领域代表性平台中各主体可货币度量的福利变化，并
以此印证平台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及阶段性特征。 结果表明：（１）互联网外卖平台通过

提供数字化服务促进了商户营业流水和利润率的提升；（２）与传统线下餐饮相比，在交易

额相同的情况下，互联网外卖中的消费者福利提升约 ２７. ７９％ ，商户净利率和毛利率分别

提高约 １. ５％和 ６. ５％ ，平台及入驻骑手也获得可观收益；（３）从 ２０２０ 年互联网外卖的社

会福利分配情况来看，消费者占据最大份额的社会福利，骑手和商户次之，平台收益最小；
（４）当前，互联网外卖领域的福利分配状况更接近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景，这与外卖平

台尚处在补贴发展的阶段以及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有关，也间接印证了平台经济不同发

展阶段的社会福利变化机制。 社会各界应客观看待平台经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科

学测算做出判断；监管部门应秉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理念，顺应互联网平台发展规律分类实

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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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平台经济作

为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典型代表和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流通、畅通循环、便利生活、保障民生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５ 年以来，凭借高开放度、低成本性、网络外部性等技术—经济特征，
平台企业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经营模式，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并显著提升平台体系内厂商（商户）、消
费者等相关主体的福利（收益）水平。 ２０１５ 年以后，随着少数平台在规模和数据等方面优势不断累

积，垂直细分领域逐渐呈现出“寡头垄断”市场格局。 诸如“独家交易” “大数据杀熟”等平台滥用

优势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对政府监管治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

方面，对于垄断平台侵害用户权益、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背后资本无序扩张的乱象，有必要通过加

强监管予以遏制；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于平台演进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还不充分，对平台行

为的福利影响更多停留在定性判断上，科学准确的定量测算并不多见。 监管治理决策容易受社会

舆论左右，监管实践时常陷入“一刀切”困境，甚至可能出现“合成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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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发展至今，已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基础设施；商户、消费者、物流（快递员、骑手）等
各主体（利益攸关方）依托平台形成了一个广覆盖的复杂生态体系，并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重要影

响。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

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据此，平台监管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发
挥平台经济的福利提升作用，促进福利在各类主体间的公平分配，并最终实现平台的健康有序运转

及各主体的和谐共生。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有必要结合平台所处发展阶段，科学准确测算其产生的

社会福利影响。 为此，本文后续将在提炼平台演进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厘清平台

影响社会福利的机制和效果。 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平台之间的差异，以及平台经济宏观数据难以

获得的现实困境，本文将利用外卖领域代表性平台 ＭＴ 的 ９１３２ 份有效商户问卷调查数据，综合其

他宏微观数据，构造希克斯补偿支出函数，并拟合外卖供求曲线作为社会福利分析的框架和参照。
在此基础上，从实证层面测算外卖平台上各主体的福利变化，以期印证互联网平台发展过程中社会

福利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为相关部门优化平台治理、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监管调控措施提供更为可靠

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 文献回顾及研究思路

（一）平台经济概念辨析及相关理论机制

１． 平台经济与双边市场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在大多数语境中都代指互联网平台 ／数字平台，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为双边或多边主体提供交易活动的网络空间（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３；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 围绕平台相

关活动而形成的平台经济则被认为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各种经济关系总和，或者说是由数据驱动、平
台支撑且具备网络协同效应的新经济系统（徐晋，２００８；王果，２０１４）。

相较于单边市场的传统研究框架，针对平台经济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双边市场理论基础上。 一

般认为，双边市场是一侧用户规模及行为受到另一侧用户规模行为影响的市场（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３；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 而区分单边和双边市场的关键在于，后者存在显著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

外部性又被细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 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产品的价值与使用该

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相关，而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使用产品的一类用户数量会间接影响该产品对于

另一类用户的价值（Ｋａｔｚ ＆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８５；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３）。 间接网络外部性也称为交叉网络

外部性，即平台一侧用户所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平台另一侧用户的数量（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 Ｊｕｌｌｉｅｎ，２００３；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被看作是双边市场中最为重要的特征。

２． 平台定价机制

平台定价机制与传统企业间的交易定价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运营往往具有

初期固定成本投入高、后期产出边际成本低的特点。 这将导致沿用传统的成本定价法难以实现盈

利。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平台可以在不改变价格整体水平前提下，通过调整价格结构将费

用在不同类型用户间分摊，进而达到扩大用户规模和交易量、实现盈利等目的（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３）。 这也意味着，平台上的交易定价很多时候不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而是平台干预的结果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张玉卓，２０２１）。
实践中，差异化收费方式不仅存在于平台异侧用户之间，也存在于同侧用户之间。 得益于数字

技术广泛应用以及“守门人”身份带来的数据垄断优势，互联网平台能够依据历史记录、信用评级、
身份信息等刻画用户肖像，对用户进行更为细致的市场分割和个性化定价（Ｄｕｂé ＆ Ｍｉｓｒａ，２０１７；李
三希等，２０２１）。 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大数据杀熟”等现象，其实质是平台借助数据分析技术识

别新老客户，再实施三级甚至一级差别定价。 当然，无论是异侧用户间的倾斜性定价还是同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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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别定价，平台特殊定价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而针对平台竞争策略及福

利效应的研究，大多也是将平台利润最大化作为重要前提。
３． 平台的竞争理论

竞争是影响平台收益的重要因素，而竞争的均衡结果也将对社会福利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针对平台竞争策略的研究大多基于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并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平台对市场

份额和用户基数的争夺上。 如交叉补贴策略———通过免费策略吸引消费者，培育用户基础、扩大市

场份额，再向商户侧收取较高费用实现盈利（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锁定用户策略———拥有较

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往往能吸引更多用户加入并提高其转移成本，从而使平台具备了向用户索要更

高价格的市场势力（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３）。 随着信息技术普及以及平台模式不断创新，各细分领

域平台的市场集中度和“数据壁垒”不断提高。 以大数据杀熟、数据封锁为代表的平台竞争行为愈

发普遍，并对平台收益和社会福利变动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李三希等，２０２１）。
不过，单纯从市场结构分析平台竞争问题是不够全面的。 一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低成本性

等技术—经济特征的作用，平台两侧（多侧）用户会呈现交替式聚集，并引发“正反馈效应”和“马太

效应”。 具备用户和数据优势的平台，很容易在此环境下成长为特定市场的寡头，形成“赢家通吃”
的局面。 而成长为寡头的平台有能力也有动力借助市场势力和数据优势，通过各种排斥竞争、侵害

用户权益的手段提升自身收益（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蔡跃洲和顾雨辰，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尽
管平台市场向寡头垄断格局演进的趋势难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寡头平台必然能获得垄断利润。
一些学者认为，平台市场的高集中度并不会导致市场壁垒提高或竞争弱化（曲创和刘重阳，２０１６）。
平台特征抑制了传统垄断理论中“提价限产”现象的产生。 如网络外部性弱化了对企业规模经济

方面的准入要求；用户的多归属性也能强化竞争，降低平台的定价水平；用户需求多样化也允许市

场中存在多个平台等。 总之，竞争的有效性并未因平台垄断而被削弱，垄断平台的利润空间依然有

限（朱卫平和孙有平，２０１７；荆文君等，２０２２）。
总体来看，平台的各种特性在造就平台市场高集中度的同时，也保持了较高的市场竞争活力。

这使得垄断平台的收益情况相较于传统垄断企业更具不确定性，并可能对社会总福利带来更为复

杂的影响。 这也是本文后续福利测算分析中需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平台的社会福利效应

随着平台模式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平台（经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逐渐显现。 一方

面，平台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普便的社会福利提升。 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合理的收费结构，平台能有

效发挥网络外部性作用，带来用户规模、交易数量、产品（服务）价值等提升，进而带来平台体系中

各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３；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６；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 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平台模式改善了生产组织方式，促进了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效率提升，并最终体现为社会福

利水平的提高（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３；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６；徐晋，２００７）。 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福利提升归结为

平台对数据的使用。 数据要素具有低成本、可复制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技术—经济特征。 平

台通过使用数据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数据新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需

求等，并最终带来社会福利提升（蔡跃洲和马文君，２０２１；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平台独特的定价模式和竞争模式也对社会福利分配产生了复杂影响。 相关研究最

先关注了倾斜性定价并指出，此种定价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网络外部性的内部化，并可能提

升社会总福利；但这种定价模式在引入竞争的情况下也会导致价格扭曲，因而并不能保证社会总福

利的最大化（Ｄｏｇａｎｏｇｌｕ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８）。 也有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平台“会员折扣”“大数据

杀熟”等差别定价行为上。 他们认为，平台差别定价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一般受到信息披露情况、网
络外部性、消费者预期、转移成本等因素影响，因而此类行为对平台自身收益及其他主体福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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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结合特定情境分析（李三希，２０２１；Ｃｈｏｉ ＆ Ｊｅｏｎ，２０１９）。
在定价机制基础上，有些研究着重分析平台间竞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总体来看，竞争的引入

抑制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数据垄断优势压榨用户的行为，在压缩平台垄断利润的同时，保障

了其他主体的福利（蒋传海，２０１０；李三希，２０２１；隋智勇，２０１８）。 因此，平台出于自身收益考虑，往
往会采取诸如提高产品（服务）差异化程度、丰富产品种类或强迫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等措施，抵
消竞争对自身效益的负面影响（朱振中和吕廷杰，２００７；鲁彦，２０１９）。 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了竞争性

瓶颈下平台实施排他性协议行为的后果。 结果表明，排他性协议将迫使多平台栖息商户放弃入驻

劣势平台而仅栖息于优势平台，而且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消费者也将逐步放弃劣势平台。 最终劣

势平台将被逐步排挤出市场，而消费者和商户也面临后期被优势平台盘剥的风险（Ｈａｇｉｕ ＆ Ｊｕｌｌｉｅｎ，
２０１４；Ｂｒüｈｎ ＆ Ｇöｔｚ，２０１８）。

（三）社会福利概念辨析与福利测度方法

社会福利（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一般是指社会成员个体福利的汇总或集合。 而在福利经济学中，这一

概念通常被界定为可以用货币度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也称经济福利。 类似地，本文所指平台经济

模式相关的“社会福利”可定义为：在平台生态体系中各相关主体可用货币度量的福利的总和。 其

中，平台生态体系内的各主体，既包括栖息于平台之上的商户和消费者，也包括平台企业自身及其

他第三方主体，如外卖平台上的骑手、配套物流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等。
社会福利测度方法方面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对丰富的成果积累。 马歇尔（１８９０）最早基于需求

和供给曲线，提出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概念。 针对这两种剩余的测度可以较好反映

社会福利水平和利益分配情况。 而 Ｈｉｃｋｓ（１９５６）进一步引入了补偿性需求曲线的概念。 在此基础

上测度的消费者剩余也被称为“希克斯消费者剩余”（Ｈｉｃｋｓｉ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ｕｒｐｌｕｓ）。 近年来，一些

学者也尝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测度社会福利。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２００２）根据亚

马逊网站畅销书的排名、零售价、销量等信息，结合希克斯需求函数测度了线上书店给消费者和商

户带来的福利和收益。 Ｃｏｈｅｎ ＆ Ｈａｈｎ（２０１６）等利用 Ｕｂｅｒ 打车软件的后台数据，采用断点回归的方

法刻画消费者需求曲线，进而得到消费者剩余。
（四）评述及后续研究思路

通过前述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平台所提供的双边市场环境与其自身技术—经济特征相结

合，形成了平台经济特有的定价机制。 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平台经济特有的竞争模式，并对相

关主体的社会福利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既肯定了平台发展对社会福

利的提升作用，也关注到平台定价模式和竞争行为对社会福利分配的影响。 不少学者也尝试通

过构建数理模型和供需曲线等方式，对平台经济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刻画。 然而，这些

研究更多还停留在理论机制层面的分析和梳理，鲜有从实证层面对平台各主体的福利变化进行

测算，这在客观上源于平台各主体运行数据很难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 此外，既有文献更多是

考察特定场景下的平台行为及其社会福利影响，对于平台发展规律及其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并未

给予特别关注。
为此，本文拟以互联网外卖平台为具体对象，着眼于平台发展规律及其社会福利影响的阶段性

特征，厘清不同阶段下平台影响社会福利的作用机制，并逐一分析互联网外卖平台各主体的福利变

化机制。 在理论机制梳理基础上，借助 ＭＴ 外卖平台对其 ２００ 多万户商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和最终

回收的 ９１３２ 份有效问卷，综合其他宏微观数据，构造希克斯补偿支出函数，并进一步拟合出互联网

外卖平台的供求曲线作为各主体福利变化分析框架；依托该框架，从实证层面测算互联网（外卖）
平台上各主体的福利变化。 以期通过实证分析对平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福利影响机制进行印

证，并据此为市场监管和行业主管部门改善平台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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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台发展阶段与福利影响机制

从消费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经验来看，平台发展通常可以划分为兴起初期的高速成长阶段和市

场呈现垄断竞争格局后的平稳成熟阶段。 平台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其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其
中，高速成长阶段以社会福利提升为主，而平稳成熟阶段则更侧重福利分配（蔡跃洲和顾雨辰，
２０２３）。 互联网外卖平台作为餐饮行业的新模式、新业态，事关“饮食”这项最基本需求，其对社会

福利影响更是全方位的，涵盖商户端、消费端和平台端，不仅涉及卖方数百万商户和买方数亿消费

者，还栖息着近千万骑手。 由于各主体的价值实现方式不同，外卖平台影响各主体福利的传导机制

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平台福利提升效应

在高速成长阶段，平台凭借开放性不断吸纳各类型消费者和商户。 随着用户种类和规模的扩

大，平台网络外部性作用也逐渐显现，又进一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商户聚集。 在此过程中，平台的

影响力延伸到各个领域，促成更多交易的达成。 而用户间交易、互动产生的大量行为数据也被平台

搜集、分析，用于提高平台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 共享性特征也为平台用户使用数据提供了便利。
从需求侧角度看，依托平台的功能，消费者的搜索成本显著降低，自身需求得到了更好匹配，“长尾

效应”愈发明显；而平台提供的诸如短视频、微信、头条资讯等低价或免费的数字产品也带来更多

消费者剩余。 从供给侧角度看，平台通过对传统企业赋能，加速了供给侧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降
低供应链运营中的各类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带来更多生产者（商户）剩余；而企业和商户依托平台

进行模式创新，提供了大量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新产品、新服务。 依托平台衍生出的新模式还

有助于整合各类闲置资源，提高全社会的价值创造能力。
总体来看，处于高速发展的平台能更高效地匹配供需、降低各类成本、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进

而提高消费者和生产者（商户）剩余。 而平台通过向供需两侧提供数字产品或服务也能获得可观

的收益。 因此，在高速成长阶段，平台基本能够实现其生态体系内各类主体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发

挥出社会福利提升效应。
（二）平台福利分配效应

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后，特定领域的少数优势平台在网络外部性和“马太效应”作用下逐

渐获得市场垄断势力和数据垄断能力，并逐步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平台发展也进

入平稳成熟阶段。 此时，平台间的竞争依然存在，但竞争的指向已逐渐由“市场增量”转向“用户存

量”；而平台对各主体福利的影响也从“福利提升”转向“福利分配”。 平台的福利分配效应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垄断优势的滥用引致福利向优势平台倾斜。 从需求侧来看，平台能根据网页浏览痕

迹、消费记录、个人信息等对消费者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画像，从而有能力实现极致的一级价格

歧视。 这也意味着，平台可以凭借数据垄断优势掠夺消费者剩余，主导社会福利（剩余）分配向自

身倾斜。 从供给侧来看，平台相对于第三方商户拥有绝对的数据和算法优势。 平台可以通过调整

算法，在排序、流量等方面偏袒自营商品，实施自我优待。 同时，平台也可以通过分析第三方商户的

销售数据模仿成功的营销模式，规避经营风险。 这进而导致无论第三方商户在产品研发、渠道销售

等方面投入多大成本，平台自营的商户总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模仿甚至替代。 平台的这种基于数据

优势的不正当行为将导致社会福利分配向平台或平台自营商户倾斜。
二是价格较敏感的一侧用户（一般是需求侧）在福利分配中更加受益。 一方面，倾斜性的定价

模式意味着平台需要向价格弹性更高一侧的用户让利，以此来更好发挥网络外部性效用。 另一方

面，竞争的加剧将引发平台企业间更加激烈的用户争夺。 实践中，平台通常采用向价格弹性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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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一侧发放优惠券或提供补贴，以此留住现有消费者或吸引竞争平台上的消费者前来栖息。
而弹性较低的商户侧则是平台利润的主要来源。 平台甚至可能收取更高佣金或服务费，这也进一

步导致社会福利向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一侧倾斜。
三是外部竞争压力抑制了福利分配向优势平台过度倾斜。 一方面，由于进入或退出平台的成

本较低，用户（特别是消费者）可以以近乎零成本同时栖息于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同质平台，客观

上限制了单个平台借助垄断地位压榨用户的行为，有助于社会福利（剩余）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

面，高开放度叠加数据信息类服务提供的低边际成本为互联网平台的跨界竞争提供了便利，从而又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特定领域平台的市场支配力（曲创和王夕琛，２０２１）。 此外，商业模式持续创

新，不断催生出新兴平台，不仅对既有优势平台形成新的挑战，也能有效防止社会福利（剩余）向优

势平台的过度倾斜。
（三）外卖平台的社会福利影响机制

１． 外卖平台的福利提升效应

在商户侧，外卖平台可以从经营规模（流水）和经营效率两方面对其福利变化产生影响。 从

经营流水的角度看，一方面，互联网外卖平台拓宽了餐饮商户的发展渠道，有效规避了线下经营

的制约和风险，提升了商户的营业流水。 传统的线下餐饮经营需要充分考虑商铺位置、服务环

境、广告宣传等外部因素。 而商户开通线上外卖后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上述因素的依赖，可
以把更多资源放在提升餐饮质量及满足消费者需求上。 另一方面，互联网外卖平台有效提升了

供需匹配效率，增加了商户流水。 消费者借助平台可以很容易选择到与自身饮食偏好相匹配的

商户。 这也使一些质高价优的餐饮经过平台排名、点评等机制被宣传扩散，从而形成“超级明星

效应”。 同时，一些在线下很难搜寻到的特色小众餐饮也能被特定的消费者锁定并消费，形成“长
尾效应”。 从经营效率的角度看，互联网外卖平台有效降低了商户的运营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
由于场地租金、前期装修等高昂的固定支出，传统餐饮业一直是典型的“毛利高、净利低”的行业；
而互联网外卖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过高或额外的固定成本支出。 一些规模较小的线下商户在开

通线上外卖后，经营状况普便出现明显好转。 这主要归功于线上外卖的收入分摊了线下经营的

各类固定成本，提升了餐饮经营的整体净利率。 同时，外卖平台通常会提供线上记账对账、原材

料配送、线上会员卡、互联网金融等数字化服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餐饮供应链的运营成本，
增加商户利润。

在消费侧，外卖平台可以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三方面影响消费者福利。
从消费主体来看，外卖平台降低了消费环节中的各类成本，提升了消费者的市场地位。 一方

面，借助外卖平台，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搜寻到自己偏好的餐饮或商户，并在线交易。 而外卖配送

的服务还能让消费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美食。 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得到显著

降低，福利水平获得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上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方式了解

到商户提供的餐饮和服务。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与商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消费者

的市场地位获得改善，消费者福利进一步提升。
从消费客体来看，外卖平台丰富了消费者的餐饮选择范围，满足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餐饮需求。

随着入驻平台的商户数量增多以及外卖配送效率的提升，可被消费者获得的餐饮种类也更加丰富。
一些特色的餐饮通过平台的推荐逐渐被消费者所认知。 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平台对一些超出日常生

活范围的餐饮店线上下单。 此外，外卖平台也使得消费者在用餐时间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自由。
一些商家甚至提供 ２４ 小时的餐饮服务，满足了部分消费者随时随地用餐的需求。

从消费环境来看，外卖平台进一步促进了共享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的形成。 消费者通过在平

台上分享用餐经历、直播带货、微博点评等创造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这些可以共享的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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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给其他消费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他们精准匹配自身需求甚至是挖掘潜在需求，避免了因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消费效用降低。 此外，平台智能化的外卖配送系统能够合理安排配送路径，提升配送

效率。 这一方面减少了单个消费者耗费在就餐路途中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碳排放和污染，从而改善了人们的消费环境。
在平台侧，平台提供相关服务而实现的收入及其在平台企业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分配，将直接影

响二者的福利水平。 外卖平台的收入主要分为佣金收入和数字化服务收入。 佣金收入主要来自商

户每单外卖收入的提成，会在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之间进行分成。 另外，平台通过向入驻平台商户

提供包括线上订单管理、在线金融服务、数字化推广、线上账单管理等在内的数字化服务，可以获得

相应的服务费。 平台提供数字化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完全来自平台入驻商户，也已成为外卖平台

的重要收入来源。
２． 外卖平台的福利分配效应

我国的互联网外卖市场在经历了近 １０ 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形成了以 ＭＴ 和 ＥＬＭ 为主导的

双寡头竞争格局。 两家平台占据了互联网外卖市场 ９５％以上的份额。 随着外卖逐渐普及和竞争

的加剧，外卖平台带来的整体福利提升效应趋于减弱，而由平台特定行为或竞争模式引发的福利分

配效应却逐渐显现。
一方面，外卖平台在前期经营中积累了大量数据，不仅包括个体信息数据、财务数据等，也涵盖

了商户和消费者的历史行为数据。 借助数据分析技术，外卖平台能够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改善竞

争环境，提升盈利空间。 例如，平台在分析了特定消费者习惯或偏好后，通过派发优惠券、充值返利

等方式对消费者差别定价，从而达到鼓励用户消费和吸引竞争平台消费者的目的，并进一步攫取消

费者剩余。 此外，平台通过对商户销售数据的分析，也可以以竞价排名、优先推荐为目的向商户收

取服务费或提高佣金。
另一方面，外卖平台针对消费者和商户的收费结构存在明显的倾斜性。 实践中，平台给予商户

的补贴往往较少，收取的佣金（服务费）较高。 而消费者往往能从平台上获得免单、优惠券、免配送

费等额外福利。 并且平台针对消费者的收费项目也远少于商户。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
其一，相较于商户，消费者侧的价格弹性更高。 给予消费者更多优惠能够更有效扩大外卖平台的网

络外部性，吸引更多商户及消费者入驻平台。 而更庞大的用户规模能够让平台在市场竞争中占据

优势，并在后期扩大盈利。 其二，平台同类商户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而在消费者之间的

竞争则基本可忽略。 这使得平台对商户一侧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平台通过提高商户佣金

能够排挤出一部分商户，进而缓解了商户侧的竞争。 而竞争烈度的下降将提升商户自身的利润空

间，并将一部分利润通过佣金形式转移给平台。
此外，外卖平台间的激烈竞争也抑制了平台侵占用户福利的行为。 尽管现阶段的外卖市场还

属于垄断程度较高的“双寡头竞争”格局，但并不意味着各家外卖平台都能获得理想中的“垄断利

润”。 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普及使得信息不对称情况得到很大缓解。 平台任何提高费用或压榨

用户的行为将很容易被消费者或商户察觉。 再加上较低的平台转移成本，用户将更容易流失至其

他竞争平台。 而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平台不能承受的。 因此，即便外卖市场表现出较高的垄断程度，
各家平台依旧不能随意倾轧或是榨取用户福利。

四、 外卖平台问卷调查与社会福利测度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及初步判断

为了能够从实证层面对互联网外卖平台的赋能情况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变化进行测度，并印

证前述福利影响机制及阶段性特征，本文以入驻 ＭＴ 平台的商户作为调查对象，就日常餐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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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等问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分两个批次面向全国约

２００ 万家商户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对回收问卷的清洗和整理，最终回收到 ９１３２ 份有效问卷，覆盖全

国 ２７９ 个城市。 这些有效问卷成为后续模型参数设定和供求曲线拟合的主要依据。
针对商户的营业状况，问卷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查：（１）商户的经营情况，包括每月营业流

水、员工数量、经营存续时间等；（２）商户数字化服务使用情况，包括外卖流水占比、数字化服务开

通情况、数字化服务使用效果、外卖指标等。 相关指标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商户主要经营指标与数字服务使用情况

指标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位数

商户经

营指标

翻台率（次） ９１３２ ＞ ４ １ １. １４ １

每月营业流水（万元） ９１３２ ＞ ５００ ＜ ２ ８. １４ ３. ５

经营净利率（％ ） ９１３２ ＞ ２０ ０ ７. ６８ ７. ５

经营存续时间（月） ９１３２ ＞ ３６ ＜ ６ １３. １７ ６

商户数字化

服务使用指标

外卖流水占比（％ ） ７５００ ＞ ５０ ＜ ５ ２２. ４４ １５

运营管理类信息化服务开通数（个） ９１３２ ７ ０ １. ５９ １

推广类信息化服务开通数（个） ９１３２ ４ ０ ０. ８８５ ０

外卖平均客单价（元 ／ 单） ９１３２ ＞ ５０ ＜ ２０ ２０. ８７８ ２５

佣金率（含配送费）（％ ） ５８１６ ２５ １０ １４. １ １２. ５

　 　 从问卷总体情况来看，提供各类数字化服务是平台赋能商户、实现商户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

段，而商户对餐饮业数字化转型也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 有近 ６ 成的商户认为平台的数字化服务

可以增加营业流水，超 ３ 成的商户认为数字化服务可以提升利润空间。
从营业流水的角度看，数字化服务开通后，商户的营业流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增长，而增长幅

度与商户既有流水规模、净利率及数字化服务开通项目数存在显著关联。 问卷结果分析表明：一方

面，自身营业流水规模较大的商户在使用数字化服务后，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营业流水增长率；另一

方面，原本经营净利率较高的商户在使用数字化服务后，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营业流水增长率。 此

外，商户开通线上推广信息化服务项目有助于提高营业流水，且开通项目数量越多，商户营业流水

越容易获增长。
从营业利润的角度看，随着数字化服务支出占流水比重的增加，商户获得正向收益（收益大于

成本）的可能性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 并且数字化服务支出占营业流水的比重在 １０％—１５％之

间的商户更容易获得正向收益。
总体来看，外卖平台为商户提供的信息化、数字化服务，对于改善其经营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

或者说，外卖平台能够发挥对商户的数字化赋能作用。 这与当下各界有关“平台上餐饮商户处于

弱势地位、艰难运营”的社会舆论形成较大反差。 为形成更为客观准确的判断，本文后续将以问卷

数据为基础，对平台生态中各主体（包括消费者、商户、平台企业自身和骑手）开展福利变化测算，
以期从实证角度对前述平台社会福利影响机制及阶段性特征进行验证。

（二）外卖平台各主体社会福利测度

基于前述整理后的在线调查问卷数据，我们将依托经典的社会福利测算理论方法，从货币度量

角度分别确定平台生态体系中消费者、商户、平台企业、外卖骑手四类主体的社会福利边界及测算

模型。 其中，商户的福利即商户所能获得的净利润，是介于商户实际收入价格线与供给曲线中间的

部分；消费者福利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与实际支付价格之差，是介于市场需求曲线与外卖市

场价格线中间的部分；外卖平台的福利即平台每单外卖中抽取的佣金，包括两部分：支付骑手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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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骑手福利）和平台的净利润。 平台佣金是介于外卖市场价格线与商户实际收入价格线中间的

部分。①

１． 消费者福利测算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剩余被用来度量消费者福利。 通常是借助马歇尔或希克斯需求曲线，
衡量实际价格水平线与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 马歇尔剩余与希克斯剩余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是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将固定收入水平引入需求函数。 而后者则是在支出最小化前提下，将固定

效用水平引入需求函数。
在点外卖及线下堂食等具体餐饮场景中，消费者的效用目标是基本给定的，即吃饱吃好。 消费

者关注更多的是餐饮价格的变化，或者说为了获得特定效用而减少或增加的货币支出。 采用希克

斯需求曲线测度消费者福利（剩余）更符合餐饮业的上述特征。 因此，本文将采用希克斯补偿

（ＣＶ）来测度互联网外卖和线下餐饮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ＣＶ ＝ ｅ（Ｐ ｔ０，ｐｉｔ０，ｕ１） － ｅ（Ｐ ｔ１，ｐｉｔ１，ｕ１） （１）

　 　 其中，ｐｉｔ０和 ｐｉｔ１是商品 ｉ 在 ｔ０ 和 ｔ１ 期的价格，Ｐ ｔ０和 Ｐ ｔ１是其他商品在 ｔ０ 和 ｔ１ 期的价格向量。 ｕ１

表示 ｔ１ 期的消费效用水平。 公式（１）测度的是消费者如要获得 ｔ１ 期的效用则在 ｔ０ 期需要的货币

补偿（支出）。
根据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２００２）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将公式（１）所代表的消费者社会福利变化拆分为

两部分：一是由商品 ｉ 价格 ｐｉ 变化所引发的福利变动；二是由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 Ｐ 变化引起的福

利变动。 假定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向量在 ｔ０ 和 ｔ１ 期均没有变化，即 Ｐ ｔ０ ＝ Ｐ ｔ１。 相应地，公式（１）
的数学表达式可变换为：

ＣＶ ＝ ｅ（Ｐ ｔ０，ｐｉｔ０，ｕ１） － ｅ（Ｐ ｔ０，ｐｉｔ１，ｕ１） ＝ ｅ′（ｐｉｔ０，ｕ１） － ｅ′（ｐｉｔ１，ｕ１） （２）
　 　 由于希克斯需求曲线不可观测，需要借助预设的可观测马歇尔需求曲线，通过数学变换推导而

得。 在具体的函数形式设定上，借鉴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２００２）的相关做法，不妨将（马歇尔）需求函数设

定为如下形式：
ｘｉ（ｐｉ，ｙ） ＝ Ａｐｉ

αｉｙβｉ （３）
　 　 其中，ｘｉ 是商品 ｉ 的消费数量，ｐｉ 是商品 ｉ 的价格，ｙ 是居民可支配收入，αｉ 和 βｉ 分别是商品 ｉ
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Ａ 是由社会经济特征决定的常数项。②

根据罗伊恒等式可得间接效用函数 ｕ 的表达式，并利用反函数得到支出函数：

ｅ（ｐｉ，ｕ） ＝ ｙ ＝ （１ － βｉ） ｕ ＋
Ａｐｉ

１＋αｉ

１ ＋ αｉ

æ
è
ç

ö
ø
÷[ ]

１ ／ （１－βｉ）

（４）

　 　 结合公式（４）和公式（２）可得希克斯补偿支出的表达式：

ＣＶ ＝ １ － βｉ

１ ＋ αｉ
ｙ －βｉ（ｐｉｔ０ｘｉｔ０ － ｐｉｔ１ｘｉｔ１） ＋ ｙ（１－βｉ）[ ]

１ ／ （１－βｉ）

－ ｙ （５）

　 　 互联网外卖和线下餐饮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剩余）都将利用公式（５）进行测度。
将公式（５）中下标 ｉ 改成 Ｈ，表示互联网外卖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福利：

ＣＶＨ ＝ １ － βＨ

１ ＋ αＨ
ｙ －βＨ（ｐＨｔ０ｘＨｔ０ － ｐＨｔ１ｘＨｔ１） ＋ ｙ（１－βＨ）[ ]

１ ／ （１－βＨ）

－ ｙ （６）

　 　 接下来，需要对互联网外卖对应的价格弹性 αＨ 和收入弹性 βＨ 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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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商户净利润 ＝ 商户实际收入 － 商户成本；商户实际收入 ＝ 外卖市场价格 － 佣金；佣金 ＝ 支付骑手费用 ＋ 平台净利润。
Ｈａｕｓｍａｎ（１９９８）利用该模型测度了 ＩＣＴ 对消费者剩余的贡献，取得了较好的测度结果。 而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２００２）则在该模型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并测度了 Ａｍａｚｏｎ 线上书籍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互联网外卖餐饮的主要市场定位是提供满足个人基本生理需求的日常饮食，是对单位食堂、家
庭烹饪等就餐方式的替代。 日常饮食满足的是基本需求，具有单餐价格较低、消费数量及金额稳定

等特点。 因此，居民收入 ｙ 对外卖消费数量 ｘＨ 的影响很小，即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 在不少既有

文献中，金额在收入中占比很小的消费也被看作是与收入变化基本无关，即收入弹性接近于 ０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２００２）。 从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外卖餐饮实际情况来看，其消费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

比重较低，仅为 ２％左右。 因此，可以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ｙ 对外卖餐饮消费量 ｘＨ 的影响基本可以

忽略。 为此，不妨假定外卖餐饮的消费收入弹性 βＨ≈０。 这样公式（６）可进一步简化为：

ＣＶＨ ＝
ｐＨｔ０ｘＨｔ０ － ｐＨｔ１ｘＨｔ１

１ ＋ αＨ
（７）

　 　 至于对互联网外卖的价格需求弹性 αＨ 的估算，则借鉴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２００２）的做法，先估计商品

供给方的“边际利润率”，再将“边际利润率”代入勒纳指数公式（Ｌｅｒ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ｍｕｌａ），从而反推需

求方（消费者）价格需求弹性。 测算 αＨ 数值的具体公式为：
ｐｉ － ＭＣ ｉ

ｐｉ
＝ － １

αｉ
（８）

　 　 其中，αｉ 为商品 ｉ 的需求弹性，ｐｉ 为商品 ｉ 价格，ＭＣ ｉ 为商品 ｉ 的边际成本。
ｐｉ －ＭＣ ｉ

ｐｉ
即为商品 ｉ

的边际利润率（勒纳指数）。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２０２０ 年商户互联网外卖的毛利率约为 ５４％ 。 将

互联网外卖的毛利率作为边际利润率（勒纳指数）的替代值，可得到互联网外卖的价格弹性 αＨ 约

为 － １. ８５２。 对于给定年份期初时点，可以令互联网外卖消费量 ｘＨｔ０ ＝ ０。 那么，根据公式（８）可得

给定年份互联网外卖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同时，由于缺少过往年份的外卖商户的毛利率数据，且考

虑到餐饮业毛利率相对稳定的现实情况，不妨将历年互联网外卖的毛利率均设定为 ５４％ 。 据此，
可以计算出历年来外卖的消费者剩余情况（具体见表 ２）。

类似地，将公式（５）中的下标 ｉ 改成 Ｃ，表示线下餐饮消费所带来的消费者福利：

ＣＶＣ ＝ １ － βＣ

１ ＋ αＣ
ｙ －βｃ（ｐＣｔ０ｘＣｔ０ － ｐＣｔ１ｘＣｔ１） ＋ ｙ（１－βＣ）[ ]

１ ／ （１－βＣ）

－ ｙ （９）

　 　 对于公式（９），同样需要对线下餐饮的价格和收入弹性 αＣ 和 βＣ 进行估算。 αＣ 可以根据历年

餐饮行业毛利率，借助公式（８）测得。 至于线下餐饮的收入弹性 βＣ 则需要利用马歇尔需求函数进

行估算。 根据公式（３），线下餐饮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ｘＣ（ｐ，ｙ） ＝ ＡｐＣ

αＣｙβＣ （１０）
　 　 事实上，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疫情冲击前，我国线下餐饮的实际成本，包括食材、人工、水电、房
租等，在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并没有显著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线下餐饮的实际价格 ｐｃ 在这段时

间基本保持稳定。 而且，由于餐饮行业发展相对成熟、稳定，社会特征变量 Ａ 也基本保持不变。 另

外，相比线上外卖，线下餐饮满足的是人们聚会、答谢、宴请等更高层级的需求，具有更高的收入弹

性和更低的价格弹性。 因此，居民收入 ｙ 是引起 ｘＣ 变动的主要原因，而 ｐＣ 对 ｘＣ 变化的影响基本可

以忽略。 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和“线下餐饮消费实际增速”数
据，依据公式（１０）可以大致推算 βＣ。

需要注意的是，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对线下餐饮的影响极为严重，取代了居民收入 ｙ 成为当年影

响餐饮消费数量 ｘＣ 的最主要因素，并导致按上述方法所测得的 ２０２０ 年线下餐饮收入弹性 βＣ 并不

准确。 因此，本文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的平均值来反映 ２０２０ 年的 βＣ。 根据公式（１０），可测得历年线

下餐饮的消费者剩余（参见表 ２）。
将前述收集和测算的线上线下相关数据结果进行对照（参见表 ２），从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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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相同消费额的互联网外卖能够比线下餐饮带来更多消费者剩余。 其中，２０２０ 年多出

２７. ７９％ 。 这也意味着，相较于传统线下餐饮，互联网外卖更能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表 ２ 互联网外卖的消费者福利测算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互联网外卖

互联网外卖交易额（亿元） １７９２ ２９６９ ４６１３ ６５３５. ７ ８３５２

互联网外卖毛利率（％ ） ５４ ５４ ５４ ５４ ５４
αＨ － １. ８５２ － １. ８５２ － １. ８５２ － １. ８５２ － １. ８５２
βＨ ０ ０ ０ ０ ０

互联网外卖消费者剩余（亿元） ２１０３. ６５ ３４８５. ３５ ５４１５. ２６ ７６７２. ３４ ９８０４. ５２

互联网外卖剩余交易比 １. １７ １. １７ １. １７ １. １７ １. １７

线下餐饮

线下餐饮交易额（亿元） ３４００７ ３６６７５ ３８１０３ ４０４６４. ３ ３１５２７

线下餐饮毛利率（％ ） ４８. １ ４８. ３ ４９. ４ ４７. ６ ４７. ５
αＣ － ２. ０７９００ － ２. ０７０３９ － ２. ０２４２９ － ２. １００８ － ２. １０５２６
βＣ ０. ４６８ ０. ７６５ ０. ２３３ ０. ４９１ ０. ４８９

线下消费者剩余（亿元） ３２２２１. ７２ ３５５３６. ８２ ３７６０２. ０９ ３７５２８. ２ ２８９６２. ６３

线下餐饮剩余交易比 ０. ９５ ０. ９７ ０. ９９ ０. ９３ ０. ９２

互联网外卖较线下餐饮带来的消费者福利提升（％ ） ２３. ８９ ２１. １５ １８. ９６ ２６. ５８ ２７. ７９

　 　 ２． 商户福利（收益）测算

商户可货币度量化的福利变化集中体现为其盈利状况。 问卷结果显示：线下餐饮平均净利润

率约为 ８. ７％ ，外卖的平均净利润率约为 １０. ２％ ，提升 １. ５％ 。 线下餐饮毛利率约为 ４７. ５％ ，外卖

毛利率约为 ５４％ ，提升 ６. ５％ 。 因此，无论是毛利率或净利率，外卖给商户带来的收益都更为丰厚。
餐饮业运营的经验表明，商户净利率和毛利率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 基于问

卷可测算出 ２０２０ 年商户互联网外卖平均净利润率，据此可推算历年的商户收益（参见表 ３）。
表 ３ 商户历年外卖收益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外卖总额（亿元） １７９２ ２９６９ ４６１３ ６５３５. ７ ８３５２

净利率（％ ） １０. ２ １０. ２ １０. ２ １０. ２ １０. ２

净利润（亿元） １８２. ７８ ３０２. ８３８ ４７０. ５３ ６６６. ６４ ８５１. ９

　 　 ３． 平台收益测度

外卖平台通过撮合商户和消费者交易、为商户提供数字化服务等方式，收取相应费用，维持自

身运营。 以 ＭＴ 外卖平台为例，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交易佣金和数字化服务收入。
根据相关财报，２０２０ 年 ＭＴ 平台的餐饮外卖收入达 ６６２. ６５ 亿元，同比上升 ２０. ８％ 。 其中，佣

金收入达 ５８５. ９２ 亿，同比上升 １８％ ；数字化服务收入 ７５. ６５ 亿元，同比上升 ４８. ２％ 。 总体来看，外
卖平台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佣金占据了大部分份额。 而数字化服务收入的增长更为强劲，正
成为平台收入增长的新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卖平台的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外卖平台的净利润率并不高。 财报显

示：２０２０ 年，ＭＴ 餐饮外卖净利润仅为 ２８. ３３ 亿元，净利润率仅为 ４. ３％ 。 这主要是由于平台需要给

外卖骑手支付巨额的配送费。 ２０２０ 年在 ＭＴ 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超 ４７０ 万人，餐饮外卖骑手成

本支出共计 ４８６. ９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 ６％ ，占外卖佣金收入比重的 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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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卖平台的福利分配情况分析

前述对 ＭＴ 外卖平台生态中各主体的福利变化进行了定量测算，印证了外卖平台的福利提

升效应。 不过，现有的福利提升从福利分配角度来看更接近于平台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最

优，并不能直接给出判断。 为此，本部分将利用调查问卷及其他公开数据，拟合平台模式下线上

外卖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构建包含平台佣金的供需分析框架，以确定特定情景下各主体的

福利分配状况，并将其与当下平台实际福利分配状况进行对比，进而对当下福利分配的合理性

做出判断。
（一）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刻画

需求曲线可以前述公式（３）的马歇尔需求函数予以刻画。 并且，考虑到收入弹性 β 对于需求

量的影响较小，可令 β ＝ ０。 同时，将外卖交易量和商户端（供给侧）价格进行标准化处理，均设定为

１。 根据商户问卷的结果，平台收取的平均佣金比例约为 １４％ ，因此消费端标准化后的价格为

１. １４，α ＝ － １. ８５２。 代入公式（３）得到 Ａ ＝ １. ２７４６４。 因此，最后的需求曲线表达式为：
Ｑ（Ｐｄ） ＝ １. ２７４６４Ｐ －１. ８５２

ｄ （１１）
　 　 商户供给曲线刻画的具体步骤如下：（１）将 ２０２０ 年扣除佣金后的商户侧外卖价格 Ｐｓ 和外卖数

量 Ｑ 的取值均标准化为 １，并设立坐标轴；（２）根据商户调查中的“外卖营收占总营收的比重”“使
用数字化服务的收益”“用于数字化服务的支出”等指标测度商户外卖业务的净利率；（３）按照盈利

能力大小（商户外卖净利率高低）将外卖交易额划分 ２４ 个连续的区间，并统计不同净利率区间内

的外卖交易额；（４）假定落在各净利率区间内的外卖交易额呈均匀分布。 因此，横轴 Ｑ 的数值可依

照“标准化后不同净利率区间的外卖交易数量 ＝不同净利率区间的外卖交易额 ／总外卖交易额”的
累积值确定。 对应纵轴 Ｐｓ 的数值则依照净利润率区间确定，最终得到商户的供给曲线。 由于假定

外卖交易额分别在各区间内均匀分布，则各区间的分段供给曲线可以表示为：
Ｑ（Ｐｓ） ＝ ａＰｓ ＋ ｂ （１２）

　 　 供给曲线各分段的具体表达式见表 ４。
表 ４ 供给曲线表达式

净利率

区间

外卖交

易额（万元）
外卖累计

交易额（万元）
标准化后的价格

Ｐｓ 的取值范围

标准化后的交易数量

Ｑ（Ｐｓ）的取值范围

Ｑ（Ｐｓ） ＝ ａＰｓ ＋ ｂ

ａ ｂ

０％—１％ １０６３６. ８６ １５１２２. ５５２５ （０. ９９，１］ （０. ２９６６，１］ ７０. ３３７７３ － ６９. ３３７７

１％—２％ ９７. ６２５ ４４８５. ６９２５ （０. ９８，０. ９９］ （０. ２９０２，０. ２９６６］ ０. ６４５５５９ － ０. ３４２４８

２％—３％ ３０. ３５ ４３８８. ０６７５ （０. ９７，０. ９８］ （０. ２８８２，０. ２９０２］ ０. ２００６９４ ０. ０９３４８７

３％—４％ １９４. ９６ ４３５７. ７１７５ （０. ９６，０. ９７］ （０. ２７５３，０. ２８８２］ １. ２８９２ － ０. ９６２３６

４％—５％ ２７. ３８ ４１６２. ７５７５ （０. ９５，０. ９６］ （０. ２７３５，０. ２７５３］ ０. １８１０５４ ０. １０１４５６

５％—１０％ ９５２. ０７ ４１３５. ３７７５ （０. ９，０. ９５］ （０. ２１０５，０. ２７３５］ １. ２５９１３９ － ０. ９２２７２

１０％—１５％ ４０２. ４５ ３１８３. ３０７５ （０. ８５，０. ９］ （０. １８３９，０. ２１０５］ ０. ５３２２５１ － ０. ２６８５３

１５％—２０％ ２４０. ７１ ２７８０. ８５７５ （０. ８，０. ８５］ （０. １６８，０. １８３９］ ０. ３１８３４６ － ０. ０８６７１

２０％—２５％ ７２５. ３９ ２５４０. １４７５ （０. ７５，０. ８］ （０. １２，０. １６８０］ ０. ９５９３４９ － ０. ５９９５１

２５％—３０％ ２９５. ０３ １８１４. ７５７５ （０. ７，０. ７５］ （０. １００５，０. １２］ ０. ３９０１８５ － ０. １７２６４

３０％—３５％ １９３. ６４ １５１９. ７２７５ （０. ６５，０. ７］ （０. ０８７７，０. １００５］ ０. ２５６０９４ － ０. ０７８７７

３５％—４０％ ７１. ９９ １３２６. ０８７５ （０. ６，０. ６５］ （０. ０８２９，０. ０８７７］ ０. ０９５２０９ ０. ０２５８０４

４０％—４５％ ５８. １７５ １２５４. ０９７５ （０. ５５，０. ６］ （０. ０７９１，０. ０８２９］ ０. ０７６９３８ ０. ０３６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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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净利率

区间

外卖交

易额（万元）
外卖累计

交易额（万元）
标准化后的价格

Ｐｓ 的取值范围

标准化后的交易数量

Ｑ（Ｐｓ）的取值范围

Ｑ（Ｐｓ） ＝ ａＰｓ ＋ ｂ

ａ ｂ

４５％—５０％ １５８. ７６ １１９５. ９２２５ （０. ５，０. ５５］ （０. ０６８６，０. ０７９１］ ０. ２０９９６５ － ０. ０３６４

５０％—５５％ ０ １０３７. １６２５ （０. ４５，０. ５］ （０. ０６８６，０. ０６８６］ ０ ０. ０６８５８４

５５％—６０％ ７７. ６６ １０３７. １６２５ （０. ４，０. ４５］ （０. ０６３４，０. ０６８６］ ０. １０２７０８ ０. ０２２３６５

６０％—６５％ １７７. ８６２５ ９５９. ５０２５ （０. ３５，０. ４］ （０. ０５１７，０. ０６３４］ ０. ２３５２２８ － ０. ０３０６４

６５％—７０％ ７５. ３２ ７８１. ６４ （０. ３，０. ３５］ （０. ０４６７，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９９６１３ ０. ０１６８２３

７０％—７５％ ２３. ４４ ７０６. ３２ （０. ２５，０. ３］ （０. ０４５２，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７４０６

７５％—８０％ １２６ ６８２. ８８ （０. ２，０. ２５］ （０. ０３６８，０. ０４５２］ ０. １６６６３９ ０. ００３４９７

８０％—８５％ ２６. ７９ ５５６. ８８ （０. １５，０. ２］ （０. ０３５１，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３５４３１ ０. ０２９７３８

８５％—９０％ ３２. ９３ ５３０. ０９ （０. １，０. １５］ （０. ０３２９，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４３５５１ ０. ０２８５２

９０％—９５％ ４１２. ２６ ４９７. １６ （０. ０５，０. １］ （０. ００５６，０. ０３２９］ ０. ５４５２２５ － ０. ０２１６５

９５％—１００％ ８４. ９ ８４. ９ （０，０. ０５］ （０，０. ００５６］ ０. １１２２８３ ０

　 　 将价格和数量标准化后的需求和供给曲线整合至同一坐标系内。 在特定数量下，需求与供给

曲线间的价格差反映了互联网外卖平台的收费（佣金）水平。 该佣金中包含了平台的净利润和外

卖骑手的收入。 图 １ 刻画的外卖平台供需曲线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状况分析和对比的基本框架。

图 １　 外卖平台供需曲线及福利分配分析框架

（二）不同情景下的福利分配及比较

根据问卷信息，本部分分别对“平台净利润最大化”“平台佣金收入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最

大化”三种情形下的各主体福利分配情况进行分析。
平台向消费者和商户提供交易撮合服务，并通过收取佣金的方式获得收益。 根据商户调查问

卷和 ＭＴ 外卖 ２０２０ 年财报中的数据，佣金约占商户总收入的 １４％ 。 其中支付给外卖骑手的费用占

到总佣金的 ８３％ 。 平台净利润是佣金收入中扣除骑手费用后的剩余。 结合上文推导出的需求和

供给曲线方程，可得到各净利率区间内平台利润的表达式：
πＡ ＝ （Ｐｄ － Ｐｓ）·Ｑ － ０. ８３·０. １４·Ｐ·Ｑ ＝ （Ｐｄ － Ｐｓ － ０. １１６２Ｐ）·Ｑ （１３）

　 　 其中，Ｐ 是 ２０２０ 年商户外卖价格。 前面对其取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 Ｐ ＝ １。 Ｑ 是均衡数量。
Ｐｄ 和 Ｐｓ 分别为均衡时的消费者支出价格和商户实际收入价格。 因此式（１３）可进一步化简为：

πＡ ＝ （Ｐｄ － Ｐｓ － ０. １１６２）·Ｑ （１４）
　 　 同时，也可求得包含骑手费用的平台佣金收益公式：

πＢ ＝ （Ｐｄ － Ｐｓ）·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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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测算可以得出，在单笔外卖的骑手费用固定不变情景下，如果以平台净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平台应将商户端收费价格压降至 Ｐｓ ＝ ０. ８０００，同时将消费端价格提升至 Ｐｄ ＝ ２. ９８７１，则均衡数

量 Ｑ ＝ ０. １６８。
类似地，如果以平台佣金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平台应将商户端收费价格压降至 Ｐｓ ＝ ０. ９２７４，同

时将消费端价格提升至 Ｐｄ ＝ ２. ４３６３，则均衡数量为 Ｑ ＝ ０. ２４５。
而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情景下，平台净利润将降为 ０。 换言之，平台的佣金收入仅能覆盖外

卖骑手的费用支出。 此时，商户端和消费者端的价格分别为 Ｐｓ ＝ １. ０００５５，Ｐｄ ＝ １. １１６７５，Ｑ ＝
１. ０３８９４。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四种情形下的商户、消费者、外卖平台（包含骑手）的福利及社会总

福利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测算结果进行列示比较，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２０ 年不同情景下标准化后的社会福利比较

指标 线上外卖社会福利平台净利润最大化 平台佣金最大化 社会福利最大化

标准化后

的指标及

社会福利

情况

商户端价格 Ｐｓ １ ０. ８０００ ０. ９２７４ １. ０００５５
消费者端价格 Ｐｄ １. １４ ２. ９８７１ ２. ４３６ １. １１６７５

订单量 Ｑ １ ０. １６８ ０. ２４５ １. ０３８９４
交易额 Ｐｄ·Ｑ １. １４ ０. ５０１８ ０. ５９６８ １. １６０２

商户福利 ０. ０９９１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７５３ ０. ０９９６

消费者福利 １. ３３８０ ０. ５８９０ ０. ７００６ １. ３６１８

平台净利润（不含骑手） ０. ０２３８ ０. ３４７９ ０. ３４１２ ０

骑手收益 ０. １１６２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２８５ ０. １２０７

社会总福利 １. ５７７１ １. ００６８ １. １４５６ １. ５８２１

各主体

福利占比

商户福利（％ ） ６. ２８ ５. ０１ ６. ５８ ６. ３

消费者福利（％ ） ８４. ８４ ５８. ５０ ６１. １５ ８６. ０８

平台净利润（不含骑手）（％ ） １. ５１ ３４. ５６ ２９. ７９ ０

骑手收益（％ ） ７. ３７ １. ９３ ２. ４９ ７. ６３

社会总福利（％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互联网外卖交易规模 ８３５２ 亿元。① 因此，可以根据这一数据推算出不同情景

下以货币值衡量的各主体福利，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不同情景下各主体货币值衡量的社会福利比较 单位：亿元

指标 线上外卖社会福利 平台净利润最大化 平台佣金最大化 社会福利最大化

交易额 Ｐｄ·Ｑ ８３５２ ３６７６. ３５ ４３７２. ３５ ８５００. ００

商户福利 ７２６. ０４ ３６９. ５４ ５５１. ６７ ７２９. ７０

消费者福利 ９８０２. ６１ ４３１５. ２０ ５１３２. ８２ ９９７６. ９８

平台净利润（不含骑手） １７４. ３７ ２５４８. ８３ ２４９９. ７４ ０

骑手收益 ８５１. ３２ １４２. ８６ ２０８. ８０ ８８４. ２９

社会总福利 １１５５４. ３３ ７３７６. ４３ ８３９３. ０３ １１５９０. ９６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０ 年线上外卖产业所带来的各主体福利及社会总福利接近于最大化情

景下的水平。 其中，平台净利润微薄，大部分的佣金收入被用来支付骑手费用。 这也与 ＭＴ 外卖

２０２０ 年财报中的情况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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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２０２０ 年实际情况，在平台净利润最大化情景下，除平台净利润增加 １３６１. ７４％外，其他主

体福利均大幅下降。 其中，商户利润较 ２０２０ 年实际情况下降 ４９. １％ ，消费者福利下降 ５５. ９８％ ，骑
手收入下降 ８３. ２２％ ，社会总福利下降 ３６. １６％ ，交易额下降 ５５. ９８％ 。 与之类似，在平台佣金最大

化情景下，除平台净利润增加 １３３３. ５８％外，商户利润较 ２０２０ 年实际情况下降 ２４. ０２％ ，消费者福

利下降 ４７. ６４％ ，骑手收入下降 ７５. ４７％ ，社会总福利下降 ２７. ３６％ ，交易额下降 ４７. ６５％ 。
从社会总福利在各主体间的分配角度来看，包括实际情况在内，上述四种情景下，消费者均获得

了社会总福利的大部分份额。 其中，社会福利最大化情景下，消费者占据福利份额最高（约为

８６. ０８％），而平台净利润最大化情景下最低（约为 ５８. ５％）；商户和骑手所占的社会福利份额较低，四
种情景下均未超过 １０％；平台所占社会福利份额波动较大。 在平台净利润和佣金最大化情景下，其份

额约为 ３０％；而在实际情况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情景下，平台占据社会福利份额分别为 １. ５１％和 ０％。
对上述四种情景的分析可以发现，２０２０ 年外卖平台的经营并没有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反而非常接近于社会总福利最优的情景。 而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恰恰印证了外卖平台当时正

处于“高速成长阶段”转向“平稳成熟阶段”的过渡期。 具体来看：
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外卖产业大致在 ２０１５ 年前后进入高速成长期，并且各家平台普遍采取让利

（补贴）消费者的方式来聚集供需两侧用户，以便更好地发挥平台的网络外部性、提升规模效应。 同

时，由于用户在平台间的转移成本较低，出于对用户流失的担忧和后期竞争的考虑，也鲜有平台试图以

提价的方式改善自身的盈利情况。 平台在高速成长阶段更看重用户规模而非利润。 因此，持续的“补贴

经营”策略也必然会压缩平台自身的利润空间。 相反，用户（特别是消费者）则能获得更多福利（剩余）。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规模较小的互联网外卖平台不断被淘汰或被兼并。 ２０１７ 年，

ＭＴ 和 ＥＬＭ 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４６. １％和 ４５. ９％ 。① 此后，两家平台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市场

的地位、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一直维持着对新增用户和存量用户的高额补贴。 到 ２０２０ 年末，
ＭＴ 和 ＥＬＭ 的市场占有率出现分化，分别为 ６４. ９％ 和 ３２. ８％ 。 外卖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同

时，ＭＴ 对 ＥＬＭ 的相对优势地位也日趋明显。 此后，ＭＴ 才开始逐渐减小对用户（特别是消费者）的
补贴力度，并出现“独家交易”“竞价排名”“提高服务费”等行为。 ＭＴ 的经营目标也逐渐由扩大用

户规模转向提升自身收益。 事实上，ＭＴ 历年的财报数据也显示，２０２０ 年以后，外卖收入的增长幅

度逐渐超过交易额的增长幅度。 这说明 ＭＴ 外卖业务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因此，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

也可以看作是 ＭＴ 由“高速成长阶段”向“平稳成熟阶段”的过渡期，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总福利总体

上仍保持了较高水准。

六、 总结性评论与建议

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平台模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了相关主体

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分配。 从不同垂直领域的发展实践来看，平台（经济）的发展大致遵循

“高速成长—平稳成熟”两阶段规律演进。 在高速成长期，平台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借助网络外部性

快速实现用户规模的积累，因而普遍采用大规模补贴、引流等方式吸引用户，并将盈利目标延后，因
此带来显著的“社会福利提升效应”；而随着特定市场“马太效应”凸显，少数优势平台逐渐获得市

场垄断势力和数据垄断能力，并逐步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平台发展也进入到平稳成熟期。 在

这一阶段，平台对各主体的“福利提升效应”逐渐减弱，平台企业的注意力则开始重新聚焦于谋求

盈利这一终极目标。 平台既有凭借市场势力和数据优势向用户索取福利的倾向，也面临着由于用

户低转移成本、平台间激烈竞争所带来的福利索取抑制效应。 这些都会对平台在这一阶段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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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确性影响，并进一步导致社会福利分配状况复杂化的局面。 平台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由原

先以“福利提升效应”为主导转向以“福利分配效应”为主。
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平台“高速成长—平稳成熟”的演进规律，厘清平台提升和分配社会福

利的机制；以互联网外卖平台为例，借助 ＭＴ 平台的在线调查问卷数据和部分公开数据，从实证角

度测算了 ２０２０ 年外卖平台体系内不同主体的可货币度量福利水平，并与线下情形相比较，以此印

证平台的“福利提升效应”和“福利分配效应”以及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测算结果表明：（１）互联网

外卖平台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促进了商户营业流水和利润率的提升。 （２）与传统线下餐饮相比，
在交易额相同的情况下，互联网外卖中的消费者福利提升约 ２７. ７９％ ；商户平均净利率提高约

１. ５％ ，毛利率提高约 ６. ５％ ；平台及骑手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３）从 ２０２０ 年互联网外卖的社会

福利分配情况来看，消费者占据了最大份额的社会福利（８４. ８４％ ），骑手（７. ３７％ ）和商户（６. ２８％ ）
次之，平台最小（１. ５１％ ）。 （４）当前，互联网外卖产业中的福利分配状况接近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

景，而与平台利润最大化情景则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外卖平台尚处在高速成长和补贴发展阶段的

末期、仍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有关。
基于前述理论机制梳理和实证测算结果，就优化平台经济的监管治理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平台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防止监管部门的决策过程过度受舆

论左右。 以互联网外卖产业为例，尽管近年来针对平台“剥削用户”“压榨骑手”的报道屡屡见诸媒

体，但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外卖平台企业在高速成长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通过发放优惠券、提
供数字化服务、推广引流等方式促进了生态体系内商户、消费者、骑手等主体的福利水平提升。 社

会总福利水平甚至接近经济理论上的最大化。 此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外卖平台的出现有力

促进了国内餐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类似于“公共物品”的重要基础设施，
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正向外部性。 因此，平台的上述积极作用不应被否定或忽视。 监管部

门针对平台负面影响的纠正也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因为舆论压力出台过激的监管政策，导致

平台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在必要的时候，监管部门还可以借助专业分析合理引导社会舆

论，尽可能消除各方对立情绪，树立各主体共生共栖的理念，维护平台生态体系的健康运转。
第二，秉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的监管调控理念，并基于科学的福利测算实施监管。 市场监管和行

业主管部门不仅要关注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福利分配扭曲，更要从发挥平台在促消费、畅循

环、保民生、稳就业等方面积极作用的角度，在纠正、规范的同时鼓励其通过合理的商业模式创新提

升社会总福利。 就 ＭＴ 外卖而言，其采取的“倾斜性定价”策略可能会使社会福利的分配向消费者

倾斜，并引发商户侧的质疑和抱怨。 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平台体系内的消费者还是商户，其福利水

平相较于线下餐饮产业均实现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则需要全面、客观考察平台

特定行为对社会总福利及特定主体福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公正、有效的监管。
第三，顺应互联网平台发展规律，针对平台不同发展阶段分类实施监管。 一方面，高速成长期

的平台为了加速形成规模效应，往往会采取补贴、引流等方式吸引积聚用户，甚至为此承受一定程

度的亏损。 这也在客观上提高了用户福利和社会总福利水平。 另一方面，顺利过渡到平稳成熟阶

段的平台，通常在特定垂直领域具备相当的垄断势力及数据优势，因而有动力也有能力侵占用户的

福利。 当然，由于寡头平台间的竞争，平台对用户福利的掠夺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这使得平台自身

的损益及社会福利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有着更多不确定性。 基于平台社会福利影响的阶段性和复杂

性特征，对处在高速成长阶段的平台，监管机构应肯定其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位，将监管

目标定位于更好发挥互联网平台的福利提升效应，并在实践中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对于进入稳定

成熟阶段平台，监管目标则应定位于遏制平台优势滥用行为，防止社会福利分配向平台过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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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 Ｙ． Ｊ． Ｈｕ， ａｎｄ Ｍ． Ｄ．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ｅｌｌｅ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９（２）， １６—４４．
Ｂｒüｈｎ， Ｔ．， ａｎｄ Ｇ． Ｇöｔｚ， ２０１８，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５（３９）， ５７７—５９０．
Ｃｏｈｅｎ， Ｐ．， Ｒ． Ｈａｈｎ， Ｊ． Ｈａｌｌ， Ｓ． Ｌｅｖｉｔｔ， ａｎｄ Ｒ．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２０１６ “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Ｂ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２６２７．
Ｃｈｏｉ， Ｊ．， ａｎｄ Ｄ． Ｊｅｏｎ， ２０１９， “ Ａ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５８９６．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Ｂ．， ａｎｄ Ｂ． Ｊｕｌｌｉｅｎ， ２００３， “ Ｃｈｉｃｋｅｎ ＆ Ｅｇ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４（２）， ３０９—３２８．
Ｄｕｂé， Ｊ． Ｐ．， ａｎｄ Ｓ． Ｍｉｓｒａ， ２０１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３７（２）， １１７—

１６２．
Ｄｏｇａｎｏｇｌｕ， Ｔ．， ａｎｄ Ｊ． 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０，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

１４５—１５４．
Ｅｖａｎｓ， Ｄ．， ２００３，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３）， ２１—３５．
Ｇｏｒｄｏｎ， Ｒ． Ｊ．， ２０１８， “Ｗｈｙ Ｈ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ｌｏｗｅｄ Ｗｈ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３０３９．
Ｈａｇｉｕ， Ａ．， ａｎｄ Ｂ． Ｊｕｌｌｉｅｎ， ２０１４，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３（１），

４８—６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Ｊ． Ａ．， １９９８， “Ｅｘａ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４）， ６６２—６７６．
Ｈｉｃｋｓ， Ｊ． Ｒ．， １９５６， 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Ｋａｔｚ， Ｍ． Ｌ．， ａｎｄ Ｃ．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１９８５，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５（３），

４２４—４４０．
Ｒｏｃｈｅｔ， Ｊ． Ｃ．， ａｎｄ Ｊ．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４），

９９０—１０２９．
Ｒｏｃｈｅｔ， Ｊ． Ｃ．， ａｎｄ Ｊ．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６，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７（３），６４５—６６７．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Ｌ．， ２０１９，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ｌｅｎａｒｙ ２０１９—１，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１１

蔡跃洲、顾雨辰：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Ｉ Ｙｕｅｚｈｏｕａ，ｂ ａｎｄ ＧＵ Ｙｕｃｈｅｎｃ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 Ｆ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ｏ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 ａ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ａ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ｆｒｏｍ “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ｒ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ｇａｉ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ｕｓｅｒ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９，１３２ ｖａｌｉ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ｎ ＭＴ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Ｈｉｃｋ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ｔ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２７. ７９％ ，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ｎｅ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１. ５％ ａｎｄ ６. ５％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ｇａ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３） Ｉｎ ２０２０， Ｍ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ｆｉｅｒｃｅｌｙ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ａ ｍｏｒ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ａｙ ｅｑｕ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ａｋｅ⁃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１２，Ｄ３１，Ｌ８６，Ｌ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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